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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蘭半總統制到議會民主的變遷

郭秋慶

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分成議會民主制、總統制、委員制與半總

統制，芬蘭作為一個高生活水準和先進的福利國家，它的政治體制

雖然在憲政傳統上與它國有異，傳統上將它歸類為半總統制國家，

晚近芬蘭的憲政由於該國加入歐盟，在地理與戰略上，相當不同於

以往，產生靜默的改變，需要吾人進一步探究其「半總統制」的源

起與為何產生變遷，以及將如何為它作適當的定位。

芬蘭的土地最早是由瑞典併吞不過仍容許芬蘭人擁有自治體

制，其後俄國又占領這塊土地，而成為俄羅斯帝國內自治大公國，

並維持自己的政府、法律以及社會形態，由於俄國推動所謂「俄國

化」，最後在俄國革命爆發下，芬蘭建立起民族國家，憲政設計反應

美國體制和傳統議會民主的折衷，總統和總理皆有正當性的雙重領

導，直到二次大戰之後芬蘭的國會和內閣之間不安全的關係而且出

現無黨派關係的「總統內閣」以及國會常解散，進而導致內閣不穩

定。

1970 年代中期以降，隨著社會的變遷，國會主動針對權力平衡

和總統的權限，提出修憲案，逐步強化議會民主以及削減總統權力，

展現出和平與依經驗逐漸完成的憲改，而成為穩定的議會民主制國

家。

：議會民主制、芬蘭憲政、半總統制、基科納總統、監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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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前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分別為：一、議會民主制，以英國為代表；

二、總統制：以美國為代表；三、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以法

國為代表；四、委員制：以瑞士為代表。若說行政與立法之間有密切互動

關係者，則見於前三種政制之中，立法部門（國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

故其各種職權作用，基本上涉及政府組成、法律與政策之制定、對行政部

門之監督、以及對執政責任之追求等四個主要領域。至於其中的「半總統

制」，其實是比較傾向於總統制，不過仍得視各國的憲政傳統、以及總統

所屬的政黨在國會的席次，半總統制的總統在運作上可能是具有強勢的支

配性，像法國；淪為弱勢的虛位元首，像愛爾蘭；或是需要與總理分享權

力者，像芬蘭。

本文探究芬蘭的政治體制，基於它的「半總統制」十分特殊，晚近亦

有所改變，吾人有需要進一步分析，以了解其實況。基本上，「國際透明」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報告稱，芬蘭過去幾年在被調查的國家中

是貪污比率最低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從一次大戰期間宣佈獨立以來，經歷

兩次大戰的慘痛，如今它是歐盟的會員國，它所實行的市場經濟，工業化

做得相當成功，對外貿易亦十分的重要，約 1／3 的國內生產總值來自出口，

工業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29％、服務業占 67.5％與農業占 3.5％。

迄今芬蘭人均產出大約與英國、法國或德國相同，是一個高生活水準和先

進的福利國家。其次，它的國際知名度，在於它發明桑拿浴，號稱芬蘭的

國粹，桑拿（Sauna）是為數不多的納入世界語言範疇的芬蘭語彙之一。

再者，它的通信產業以諾基亞（Nokia）為代表非常發達，該國號稱是網

際網路接入比例和人均手機持有量最高的國家。

本文將就芬蘭「半總統制」的源起與變遷，從歷史角度加以剖析，以

期給予合理且適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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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芬蘭人建立起民族國家

芬蘭早在 1151 年被瑞典征服，瑞典國王埃里克九世首先將基督教帶

入該國，自從 13 世紀以來芬蘭的土地逐漸併入瑞典，不過雙方一直保持

十分密切的關係，「瑞典－芬蘭」這一名詞也開始被使用直到拿破崙戰爭。

芬蘭在瑞典占領下，其社會與政治系統並沒有任何的劇變，芬蘭人仍然享

有同等的地位和自由，只是瑞典語是行政與教育機構的第一語言，而且瑞

典的農業移民到芬蘭的海岸地區。

自從 16 到 18 世紀，俄國和瑞典為爭奪芬蘭，在芬蘭領土上展開數次

的戰爭，1809 年沙皇亞歷山大一世的軍隊終於占領這塊土地，芬蘭遂成為

俄羅斯帝國內自治的大公國（Grand Duchy）（Saarl, 1944: 34）。在沙皇統

治時代，芬蘭維持它自己的憲法，而沙皇只是大公爵（Grand Duke），不

是絕對的君主，由他任命駐芬蘭的總督，並負責芬蘭的外交事務。基本上，

芬蘭的政府、法律、宗教以及社會形態相似於瑞典統治時期，而且它也有

自己的貨幣、郵政以及關稅系統。

1906 年芬蘭將傳統的等級議會改成一院制的國會（Eduskunta），議席

200 名，凡 24 歲以上的男、女性公民皆有投票權，是歐洲第一個有普遍與

平等參政權的國家。不但如此，芬蘭當時即有婦女參選，這是世界的首例。

隔年，新國會舉行首次的選舉，採用比例選舉制，全國 19 名的婦女參選，

高達 13 位獲得當選，開時代的先風。至於國會的政黨則由社民黨、中央

黨（以前稱農民聯盟）以及世俗的保守派占優勢，社民黨亦是最大的政黨，

不過沒有一個政黨擁有國會的多數。

芬蘭的獨立建國，可以說出自文化和語言運動，再從民族的分離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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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爭取完全的政治自由。早期民族主義的出現，源自民俗、歷史與語言

的研究活動，其領導人是土庫大學的歷史學家波坦（Henrik Gabriel

Porthan）教授，波氏的作品探討芬蘭的歷史、調查該國民謠的特徵等，表

露了芬蘭人懷疑瑞典的統治，也帶動人民對地方歷史的興趣，因此城鎮、

鄉村和省變成調查和研究的對象，同時這類地方研究得到國內廣泛的出版

（Saarl, 1944: 33-38）。

19 世紀後半期芬蘭的文化統一意識開始覺醒，民族分離觀念亦獲得

基礎。說芬蘭語人士的族群自我意識的提升，也相當是因為在俄國的占領

下，從事終止芬蘭與瑞典的連結，俄國將芬蘭的首都從土庫（Turku）遷

移到赫爾辛基，以便更接近聖彼得斯堡，從而鼓舞芬蘭的語言民族主義。

此後，說芬蘭語人士得以抗拒瑞典語在芬蘭文化和政治生活既有的優勢，

待 1835 年由芬蘭語撰寫的民族史詩《卡勒瓦拉》（Kalevala）終於出版1，

更加地喚醒芬蘭的民族主義，芬蘭境內的氛圍可以稱是：「我們不再是瑞

典人；我們不能變成俄羅斯人；我們必須是芬蘭人」。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1863 年俄國頒佈的帝國法令──『語言條例』

（Language Ordinance），授與芬蘭在官方事務上有相同於瑞典語的地位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 1988），因此說瑞典語人士即使試圖

抵制該條例的執行，仍然無法阻止芬蘭語學校廣泛地擴展，最後促成接受

芬蘭語教育階層的出現，他們將自己的姓氏芬蘭化，而且公開地使用芬蘭

語，進而領導人民支持芬蘭的民族主義。

事實上，19 世紀末俄國在芬蘭推動所謂「俄國化」（Russification）時，

掀起了芬蘭一股團結對外的民族風潮，當地的分離觀因此獲得發展的機會

（Kirby, 1976）。若謂「俄國化」的起源，1899 年沙皇尼古拉二世強迫芬

蘭人接受俄羅斯文化，他的政府亦多方破壞芬蘭有效的自治，而且鮑伯利

                                                       
1 「卡勒瓦拉」在芬蘭語中是「英雄的國家」之意，它作為芬蘭語的民間史詩，是芬蘭

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作者是鄉村醫生，他在東邊疆界行醫時，編纂數以百計的民間

歌謠成為近 2300 行的史詩。該書出版後，幾年間其他的芬蘭語文學作品陸續被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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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Nikolai A. Bobrikov）將軍當總督時期，將芬蘭國會降級成諮商議會，

壓制新聞的出版，以及引進俄語到文官體制。再者，鮑氏解散芬蘭軍隊，

並一度徵召芬蘭人入伍俄軍，不過當他遭暗殺之後，沙皇尼克拉二世就免

除了芬蘭人充當俄軍之舉。1905 年俄國革命的爆發，尼古拉二世不得不准

許芬蘭國會現代化，以及引進普遍選舉權，但是此一國會無法在政府體制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芬蘭遭受的壓制更表現在沙皇頒布的法律違反芬蘭憲

法，若芬蘭官員拒絕執行非法的命令，官員就會被監禁在俄國監獄或被放

逐到西伯利亞（Saarl, 1944: 36）。在尼古拉二世專制下，芬蘭也成為布爾

什維克從事革命的避難場所，革命活動滋長的地方，以及革命團體舉辦大

會的理想場所。

最後，在 1917 年 2 月和 10 月俄國革命的爆發下，芬蘭便乘機從俄羅

斯分離出來，12 月逕自宣佈是一個獨立的國家。此時，芬蘭已經有政府體

系，包括由普遍選舉產生的國會，需再努力的是，修訂它的憲法，製訂總

統選舉的法規，以及任命一位負責外交事務的部長。

自從芬蘭宣布獨立以來，由於俄國本身瓦解，而波及芬蘭社會，導致

國內政治分裂。從 1918 年 1 月到 5 月為爭取國家的領導權，爆發了一場

殘忍的內戰，其間左派的社民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主導紅色勢力

與由保守的元老院領導白色勢力展開戰鬥，他們分別建立自己的安全團

體，稱為紅色和白色衛隊（Red and White Guards），兩者勢均力敵，前者

近 7 萬 6 千人，後者則近 7 萬人（Arosalo, 1998: 147-66）。在政治暴力和

恐懼氣氛的滋長下，紅色勢力有俄羅斯的支持，而白色勢力亦有德意志帝

國軍事援助，雖然紅色勢力占領芬蘭南部的工業地區，但是他們擔心資產

階級的憤怒，以及在芬蘭境內 1 萬 2 千名的德軍，結果這場內戰造成近乎

3 萬 7 千人死於雙方的衝突中，包括在戰場上、政治恐怖活動以及囚犯營

裡，最後白色勢力即使勝利，他們仍無法建立芬蘭的君主制，由德國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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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統治，因為德國在第一次大戰戰敗，芬蘭遂得以建立獨立與民主的共和

國。不過，白色勢力因此分裂成優勢的共和國派和少數的君主制派（Siaroff,

1999: 107）。

無可否認，這場內戰造成國內的混亂，不但重創國家經濟，而且形成

持續的社會分歧，左派與右派政黨面對國家政治的發展，一時無法妥協。

叁、半總統制的建立與實踐

1919 年 7 月『芬蘭共和國憲法』頒布實施，它是當時社會發展的結果，

並沒有仿效他國成功的政府形態。換句話說，國內存在保守勢力抗拒社會

主義勞工革命的壓力，以及保守和自由派政治家對國家機關權力劃分的妥

協，所以憲政設計反應美國體制和傳統議會民主的折衷，行政權被分成民

選的總統，擁有強有力的權力，以及需對國會負責的內閣，所以總統和總

理皆有正當性支持，這樣的雙重領導（dyarchy）某種情形被當作對國會中

占優勢的左派勢力有牽制的作用（Nousiainen, 2001: 222）。

『芬蘭憲法』的雙重權威結構歸屬於所謂的半總統制，若依照薩托利

（Giovanni Sartori）的看法，因為它具有下列的特徵（Sartori: 1994: 131-32）：

1.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由全民直接或間接投票產生，並有一定的任期；

2. 總統和總理分享行政權，前者獨立於國會，不過它的意志需要由政

府貫徹，個人是無法單獨或直接統治；後者亦獨立於總統，他的內

閣聽從國會的信任或不信任，並且這有國會多數的支持。總統和總

理的雙重權威帶來不同程度的平衡。

在實際上，芬蘭總統的獨立性反應在他不是由國會而是全民選出，任

期 6 年，其產生方式自 1919 年起由全民選出 300 名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再由它從各政黨的候選人選出總統，而 1998 年的總統選舉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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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它是直接和間接選舉同時進行，若沒有候選人獲得絕對多數，需由

選舉人團選出。不過，自 1994 年以後，總統的產生正式採用直接選舉，

並且為絕對多數制，否則最高票的兩位候選人得進行第 2 回合的競選

（Raunio, 2004: 147）。

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他是軍隊的統率，也是政策形成的樞紐，同時可

以強大的職權當作仲裁者和規範者。總統主導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是他最重

要的權力之一，這和多數議會民主制屬於內閣的職權不同。

其次，總統和內閣分享行政權。雖然憲法沒有載明內閣的建立，但是

總統有強大的影響力，他提名並任命總理，國會必須批准總統的任命，總

理沒有必要是政黨黨魁。在二次大戰之前，若總理是政黨黨魁，則是例外。

若有內閣辭職，總統即邀請國會議長和政黨代表商議，由於多黨制下沒有

政黨占優勢，總統更能主導內閣的建立，有些總統相當程度控制整個內閣，

此即所謂的「總統內閣」（Mattila & Raunio, 2002: 259-80）。

其次，總統有相當大的任命權，他任命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與上

訴法院的法官，以及資深的公務員，直到 1998 年甚至任命大學校長和教

授（Nousiainen, 2001: 98）。

至於總統和國會的關係，他和國會分享立法權，有權召開國會的特別

會期，對立法有否決權，雖然新國會可以簡單多數推翻總統的否決，以及

可以解散國會，譬如 1987 年科威斯托（Mauno Koivisto）總統解散國會，

中央黨（The Centre）和民族團結黨（National Coalition Party）的聯合內

閣即遭終止，再由科威斯托總統宣佈國會改選（Raunio, 2004: 147）。如果

內閣的建立談判失敗，總統有權任命由公務員組成的看守內閣，自從 1945

年以來，看守內閣出現 6 次。

雖然總統的權力是強大的，不少總統在任期內對權力的行使是溫和

的，不過也有積極使用他們的權力，像戰後的帕斯基維（ Juho Ku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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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asikivi）和基科納（Urho Kekkonen）總統。雖然芬蘭外交政策的領導具

有總統和總理的雙重性，但是他們兩人卻充分利用憲法賦予的外交權力。

在 1944 至 46 年帕斯基維當總理期間，他已經是強勢領導人，其後至

1956 年當總統期間，有鑒於二次大戰蘇聯的入侵，芬蘭割讓卡瑞利亞

（Karelia），當地人民被迫搬遷，他提出的俄國政策表現出實用主義的立

場，認為政治是可能的藝術，事實承認是一切智慧的開端，所以芬蘭面對

蘇聯鄰國的軍事優越，需認定無可抗拒，因此建立和蘇聯的友善關係具有

優先性，這是一種戰略，也是一種防衛作為（Karsh, 1986: 268）。雖然戰

後初期，帕斯基維總統主張和蘇聯和解的觀點少有支持者，他仍成功地建

立起所謂「帕斯基維路線」（Paasikivi Line）的外交政策，此卽芬蘭對外政

策的首要目標，乃是建立和蘇聯和諧的關係，以緩和傳統上蘇聯的顧慮和

化解它對芬蘭的不信任，同時展現防衛自己權利和獨立的意識（Spencer,

1953: 301-309）2。

當 1948 年 2 月史達林寄來信函，主張簽訂蘇芬的『雙邊協定』（Apunen,

1977: 20），帕斯基維總統隔年就接受簽訂『雙方友誼、合作暨共同援助協

定』，該協定內文不但將芬蘭納入蘇聯的防衛體系中，而且協定的前言還

稱蘇聯承認芬蘭有權利置身於大國的衝突之外（Apunen, 1977: 20）。換句

話說，芬蘭是奉守中立政策。在此情況下，芬蘭得以由帕斯基維總統重建

遭受戰火摧殘的國家。再者，帕斯基維總統面對美國倡議的『馬歇爾計畫』，

並沒有和西歐國家一道參與，以避免和蘇聯產生衝突。當蘇聯對芬蘭內政

有壓力時，帕斯基維總統則立場始終堅定，因此 1950 年的大選中，帕氏

獲得選民普遍的支持。此外，由於帕斯基維總統外交上對蘇聯的讓步，贏

得蘇聯的信賴，他的和平路線遂獲得蘇聯頒贈列寧勳章（Order of Lenin）

（Karsh, 1986: 271），直到 1956 年退休後，他的外交路線變成芬蘭與蘇聯

                                                       
2 帕斯基維總統回憶錄指出，「每位人民的職責是緊握他存在和成功的前提，以及準備好

使用一切的力量。如果需要的話，甚至為自己的自由而犧牲，但是這是最後的手段，

只有當和平的努力和談判證明是不可能的。」轉引自 Kuusisto（195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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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基石，因為基科納接著當總統，將帕斯基維路線加以擴大。

基科納在 1950-56 年當總理時，亦是一位強勢的領導人，其後當總統

直到 1981 年。在他的第一屆總統任期（1956-62 年）中，總理的權力明顯

低落，因為他自從穩定總統地位後，對總理更有獨立的空間，雖然 1960

年代末聯合政府穩定，內閣和總理的權力增加，但是聯合政府的穩定也給

予總統有更多機會主導國會，因為國會黨團顯得願意配合總統的意旨，內

閣「自治的潛力」遂減弱，在許多方面變成依賴總統3。基科納總統任內是

以一種十分個人的方式使用總統的權力：選舉總理、將偏愛的政黨推進聯

合政府、迫使內閣解散、建立無黨派關係的「總統內閣」以及解散國會。

芬蘭雙重統治（dyarchy）的權力平衡，在基科納總統時期是唯一遭受嚴重

的衝擊。

至於對蘇聯的政策，基科納總統堅信外交政策優於內政政策，芬蘭和

蘇聯的關係更密切就能更自由地發展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所以他致力於和

蘇聯更為熱誠的關係（Apunen, 1977: 306）。為此，基氏撤除國內潛在和蘇

聯摩擦的源頭，他要國內政治系統、新聞媒體，甚至民眾，最大程度約束

他們對蘇聯的態度。若不願意配合，不管是個人或民間團體，均無法建設

性地參與芬蘭的政治生活，他曾經阻止社民黨高層進入政府中任職，直到

放棄傳統和蘇聯的關係。由於基科納總統這樣的內政，蘇聯對他更加信賴

（Allison, 1982: 357），使得他得以擴展外交政策，於是芬蘭進入北歐理事

會（Nordic Council）（Hodgson,1962: 87）4，這是芬蘭長期以來無法達成

的目標。

此外，雖然蘇聯對西歐經濟整合抱持負面態度，基科納總統 1961 年

仍成 功 地帶 領 芬 蘭參 加 歐洲 自 由 貿 易 協 會（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1968 年更進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3 依照 Lijphart 的看法，基科納統治芬蘭的期間歸類為總統的內閣形式，見 Lijphart（1984:

70）。
4 該會是提升斯堪地納維亞合作的最重要機構，1952 年成立時芬蘭出席談判過程，但是

蘇聯的反對，遂無法當作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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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 1973 年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簽署『自由貿易協定』（Karsh, 1986: 295）。

自從芬蘭共和國成立以來，建立－有機體的政治和社會系統符合民主

政治中每個自由人所需。人民由國會代表，國會由 200 名議員組成，任期

4 年，採單院制，芬蘭語稱為 Eduskunta，而瑞典語則稱為 Riksdag。國會

是最高立法機關，它頒佈法律，審查國家預算，批准國際條約，以及修改

憲法等，其作為不屬「司法審查」。國會的多數黨得以籌組內閣，總理亦

由國會選舉產生，最大政黨的黨魁通常獲勝，再由總統任命。芬蘭的總理

是政府的首長，主要的行政權就是由總理領導的內閣執行，不過內閣需對

國會負責，面對國會議員的質詢，閣員得有國會的信任，譬如 1948 年共

產黨籍內政部長 Yrjö Leino 遭到譴責投票撤職。一旦總統宣布解散國會，

內閣即得重組（Hodgson, 1962: 81）。

芬蘭國會議員的產生，是全國分成 14 個複選區（7 至 27 席）與 1 個

單選區（Aland 島），每位議員的平均人口數約 2 萬 6 千人，採比例選舉制，

每屆改選在 3 月，首先由每個政黨黨員投票選出該黨候選人，列在依字母

排序的開放政黨名單（party list）提交選區，國會選舉時由選民投票給所

偏愛的候選人，再依各政黨得票率選出政黨當選人，分配議席採銅特

（d’Hondt）法，不設選舉門檻（Kuusela, 1995），所以芬蘭選舉制度的特

徵是候選人都不敢保證一定會當選，政黨也就為爭取勝出，常推出名人當

候選人，像滑雪健將、肥皂劇明星等，使得國會選舉變成強烈候選人傾向。

這個複選區，開放政黨名單的比例選舉制鼓勵多黨的產生，其中主要

的左派政黨有社民黨，作為最早成立的勞動者政黨，具高度的政治影響力

（Arter, 1980: 363-87）；其次是中間派政黨，分別有瑞典語人民黨（Swedish

People’s Party）、進步黨（Progressives）與農民聯盟（Agrarian Union）（或

中央黨）等，前者是芬蘭最早的政黨之一，它由說瑞典語的多數階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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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語是芬蘭兩大官方語言之一，其人口約占 5.5％，倡導自由主義，雖

然它是國會次要的政黨，但是它時常是執政夥伴之一；再者，右派政黨有

民族團結黨與愛國人民運動等，前者作為中間偏右政黨，早期由保皇派人

士組成，主張增進維持社會力量，以法律主導社會秩序以及有限的政府干

預企業等。

不過，多黨制當中有 3 個主要政黨，分別是社民黨、農民聯盟（中央

黨）以及民族團結黨，從下表可看出自從 1919 年國會選舉以來，各政黨

獲得的議席數（Nousiainen, 1971: 180-81）：

1 1919 1939 200

政黨 1919 1922 1924 1927 1929 1930 1933 1936 1939

右  派

愛國人民運動 14 14  8

民族團結黨 28 35 38 34 28 42 18 20 25

中間派

瑞典語人民黨 22 25 23 24 23 20 21 21 18

進步黨 26 15 17 10  7 11 11  7  6

農民聯盟 42 45 44 52 60 59 53 53 56

左  派
鄉村民粹黨

(Rural Populists)
 1  5  2  2

社民黨 80 53 60 60 59 66 78 83 85

共產黨 27 18 20 23 （被禁到 1945 年）

其他  2  1

從 1920 到 1930 年代的第一共和，芬蘭的議會民主確立下來，但是政

治事實上是由總統和國會的精英合作下渡過，實際的政治存在左右派的階

級分歧，而形成政治議題的意見相左，從而呈現出內閣的短命和不穩定，

譬如 1922 年國會拒絕批准賀斯蒂（Holsti）外長簽署的『華沙條約』，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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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認為這是不信任的象徵，立卽辭職，還引發內閣的下台，因此吾人可以

說國會和內閣之間不安全的關係是芬蘭內閣不穩定的根源。

二次大戰以來，芬蘭平均有 5 個政黨，是北歐最多政黨的國家（Mattila

& Raunio, 2002: 259）。在多黨制之下，1950 年代總理仍無法承擔內閣領導

人，只能監督日常政治，而且大多數內閣也是脆弱和不穩定。直到 2000

年在西歐的民主國家中，只有義大利較芬蘭有更多的內閣，芬蘭總計有 44

次內閣的成立，平均壽命約 300 天，46％是殘餘的多數之聯合內閣，23％

是少數內閣，16％是最少多數的聯合內閣，以及 15％是看守內閣（Nousiainen,

2000: 50）。

肆、無法避免的憲政改革

芬蘭半總統制的行政權歸於強有力的總統和需向國會負責的內閣，這

種「雙重領導」的運作實在有賴總統、內閣以及國會之間密切的配合。事

實上，長期以來並不如所預期的。

從歷史的發展角度來看，芬蘭的憲政改革直到晚近才逐步地實現

（Paloheimo, 2001）。最早在 1970 年代中期，國會針對權力平衡和總統的

權限，第一次提出修憲案，然而以失敗告終，其後國會內出現的新戰略改

成只提有限的修憲案，並且採取事前徵得相關政治團體的同意。不過，真

正值得提出的是，自從 1980 年代以來國內開始出現一股追求「新政」的

氛圍，特別是在國會裡面，這是因為國會在 1970 年代憲改受挫產生沮喪

之後，一批更能自我肯定的世代站出來，尤其是他們不懼怕總統權力行使

上的優勢，此時國會的次級系統也日趨完備，而且國會內一些內閣和反對

派言辭的陳述不再對峙。其次，1982 年科依維斯特（Mauno Koivisto）接

替基科納當總統時，他有鑒於基科納總統 25 年在位期間過多的權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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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和國會的精英一道推動強化國會主義（Parliamentalism）和削減總統權

力的作為（Arter, 1999: 82-87），這段直到 2000 年平和的憲政改革通稱為

國會化時期（Nousiainen, 2000: 95-109）。

綜觀憲政的發展，國會首先提出的修憲案僅略為削減總統權力，直到

1980 年代末一些國會的修憲案，朝向強化議會民主的特徵，待 1990 年國

會還鼓勵內閣進行國會、總統與內閣的權力平衡，以強化國會的地位，國

會在 1992 年時曾坦率地表示，內閣進行憲政改革，以便將總統的權力國

會化，兩年後內閣有義務開始改寫憲法，結果內閣在 1996 年成立由專家

和高級文官組成的「2000 年憲法委員會」（Constitution 2000 Commission），

該委員會提出的新憲法草案，最後經國會以 175 票贊成、2 票反對獲得通

過，並且自 2000 年 3 月起生效（Raunio, 2004: 134-47）。

新憲法的誕生表示，芬蘭政治系統不再屬於半總統制，它從過去的半

總統制經約 20 年的憲政逐漸地轉變成幾乎是議會民主制，其間特別有助

於議會民主發展的因素分別是（Nousiainen, 2000: 102），一、冷戰的結束，

國際政治的緊張減少，這大體上減低總統個人化的外交領導；二、蘇聯的

瓦解，破除總統在芬蘭與蘇聯的關係中高度個人化的傳統；三、芬蘭加入

歐洲聯盟，歐盟的政策由總理領導，從而限縮總統的外交權；四、聯合內

閣強大的多數日益穩定，排除總統的影子，有效地取代總統的領導。

芬蘭新憲法的主要改變，是將總統的權力部分轉給內閣和國會，其中

主要涉及總統的決策權和內閣建立的權力（Paloheimo, 2003: 220-30）。前

者是指總統在決策程序更為精確的規定，內閣對於其所提出的法案，最後

的決定權從總統轉移到內閣，包括外交事務的法案。如果總統對於內閣提

出的法案 3 個月內沒有副署，該法案退回國會，不過當國會對該法案不作

修改，該法案不必總統的副署便生效（Section 77）。至於國家預算，總統

不再有否決權（Section 83）。再者，基於芬蘭加入歐盟，雖然新憲法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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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領導的雙重性，但是內閣負責歐盟的政策決定，若該決策不需國

會的批准，則國會也參與歐盟的事務（Section 93）。

在內閣的建立方面，新憲法將總理的任命由總統轉移到國會，這無異

標誌總統在內閣建立的領導角色終結，從此內閣的建立完全由國會多數黨

掌理，總統只有形式上確認的角色，不再能夠嘗試否決內閣的建立，甚至

單一部長的任命（Section 61）。只有當國會黨團無法在適當的基礎上達成

協議、施政計畫以及適當的總理候選人，總統才有顯著的角色（Nousiainen,

2000: 105-108）。

然而，總統仍有一些特權，譬如他能任命一小群的高級文官（Section

126），是軍隊的統率（Section 105）以及對於法院判定的刑責可以頒佈大

赦或特赦（Section 128），這也是芬蘭留下半總統制的特徵，它給了民選總

統可以利用的機會（Paloheimo, 2003: 224-31）。不過，自從總統權力削減

以來，總統遠離日常的政治決策，他的角色較是任職內當內閣的支持者，

衝突中的協調者，以及民意的一面鏡子。

芬蘭憲改過程的主要目標是強化議會民主，使國會作為內閣的最高機

構，這是削減總統權力為代價，因此內閣的建立改由國會黨團協商，國會

並提名總理，總理提名部長，再由總統形式任命（Section 61）。其次，內

閣和部長的作為仍有國會的信任，包括對歐盟事務（Section 60）。

在芬蘭國家經濟的發展下，政黨的意識形態溫和化，自 1980 年代以

來政黨黨魁成為競選活動中首要人物（Paloheimo, 2003: 238）。對於國會

政黨而言，選舉的勝負成為決定建立聯合內閣的依據，選舉遂變得更為重

要（Mattila & Raunio, 2002: 259-80）。同時，聯合內閣的建立呈現穩定化，

執政時間得以延長（Raunio, 2004: 134）。基本上，每屆聯合內閣都完成 4

年執政，最久的是厲波納（Paavo Lipponen）總理的兩屆聯合內閣，茲以

下表進一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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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3 2007

內  閣 執  政  黨 執政期間
國會席次

（％）

Sorsa VI 社民黨、中央黨、鄉村黨、瑞典語

人民黨

1983/05/06 61.5

Holkeri a 民族團結黨、社民黨、鄉村黨、瑞

典語人民黨

1987/04/30 65.5

Holkeri b 民族團結黨、社民黨、瑞典語人民

黨

1990/08/28 61

Aho a 中央黨、民族團結黨、瑞典語人民

黨、基民黨

1991/04/26 57.5

Aho b 中央黨、民族團結黨、瑞典語人民

黨

1994/06/28 53.5

Lipponen 社民黨、民族團結黨、左翼聯盟、

綠色同盟、瑞典語人民黨

1995/04/13 72.5

Lipponen II a 社民黨、民族團結黨、左翼聯盟、

綠色同盟、瑞典語人民黨

1999/04/15 70

Lipponen II b 社民黨、民族團結黨、左翼聯盟、

瑞典語人民黨

2002/05/31 64.5

Jäätteenmäki 中央黨、社民黨、瑞典語人民黨 2003/04/17 58.5

Vanhanen a 中央黨、社民黨、瑞典語人民黨 2003/06/24 58.5

Vanhanen b 中央黨、民族團結黨、綠色同盟、

瑞典語人民黨

2007/04/19 62.5

再者，國會黨團的地位提升（Scarrow, et al., 2000: 129-53），它不但在

組織上日益健全，而且獲有國家的補助款，相當程度影響國會的日常決策，

對公共政策的形成有更強大的角色（Wiberg, 1991）。在籌組內閣的談判上，

相關的國會黨團需要妥協和包裹交易，最激烈的問題是 3 大國會政黨的那

個政黨被排除在內閣之外，因此聯合內閣的成立通常由 2 大政黨和幾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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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政黨組成5。

自從 1990 年代以來，總理需要獲得國會選舉半數以上的選票，一般

是由國會最大政黨黨魁擔任，並由他選出內閣成員，閣員不必然是國會議

員，玆以 2007 年 3 月國會選舉為例：

3

政    黨 議 席 占有的比例(%)

中央黨 51 23.1

民族團結黨 50 22.3

社民黨 45 21.4

左翼聯盟 17  8.8

綠色同盟 15  8.5

瑞典語人民黨  9  4.6

基民黨  7  4.9

真實荷蘭人(The True Finns)  5  4.1

其他(Åland 省)  1  2.3

資料來源：Wikipedia (n.d.)

此次選舉中，由中央黨和民族團結黨兩大政黨及瑞典語人民黨與綠色

同盟小黨以 125 席組成中間偏右聯合內閣，並由最大政黨中央黨黨魁萬漢

納（Matti Vanhanen）當總理，內閣的組成由中央黨和民族團結黨各分配 8

名部長，綠色同盟和瑞典語人民黨則各分配 2 名部長。一般而言，較大的

國會政黨接掌外交部、財政部以及社會福利部等。近年來，政府各部十分

的自治，部長也有自己特聘的政治顧問，而且部長對職權內的事務有更大

的影響力。

                                                       
5 1999 年 3 月國會選舉中社民黨、中央黨與民族團結黨之間選票的差距至 2％以內，是

40 年來最少。見 Arter（2000: 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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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雖然聯合內閣沒有有效的反對派，它更加重視施政綱領的實踐，

不太理睬外來來的干涉。總理是聯合內閣的關鍵人物，他已經轉變成真正

與有效的領導人，並成為選民和政黨的連繫者，在媒體上較總統更是看得

見的人物（Laver & Hunt, 1992: 8-15）。此外，總理更加地介入國際的合作，

並出席國際間的高峰會。不過，聯合內閣最重要的決策，是由執政黨的領

導人討論下做成的。

自從 1995 年芬蘭加入歐盟以來，內閣接掌歐盟事務，並由國會議員

負責監督，芬蘭相較於其他國家，國會對歐盟事務的決定扮演強大的角色

（Raunio, 2004; Wiberg, 1991: 61-86）。由於新憲法沒有載明歐盟的首要代

表，總統除了和外國首長召開會議，也參與歐盟的高峰會，對此最近有相

關的憲法修正案的提出。

至於芬蘭的國會，它是「工作的國會」，這從委員會可以看出（Jappinen,

2003: 5-10）。基本上，國會針對各種政策領域設有 14 個常設委員會和一

個大型委員會（Grand Committee），後者處理歐盟事務。每個委員會的組

成反應國會政黨相對的實力，委員會能夠對立法草案做修訂或完全拒絕，

而且它的報告是國會幾乎所有決定的基礎，因此委員會成員是國會議員發

揮影響力最重要的場所。

另外，國會值得一提的是，設有監督使（Ombudsman），這是仿效瑞

典的制度（Hiden, 1973），由國會選出 1 位監督使和 2 位副監督使，他們

是法律專家，任期 4 年，連任 1 次，獨立執行監督政府和官員遵守法律，

以確保良善的行政，每年向國會提出報告，陳述行政的缺失，並由國會加

以檢討，他們有權解除官員的職位。

最後，吾人將芬蘭新舊憲法在半總統制和議會民主上，有關總統、內

閣與國會的職權變化如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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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照憲法的權力劃分

職   權 舊憲法

1919-1980 年

舊憲法

1990 年代末

新憲法

從 2000 年起

行政決策的一般權威 總統 總統 內閣

政府的任命 總統有自治的權

力

總統權力，在傾

聽國會黨團之後

國會權力，總統

的角色純粹是形

式上

內閣的解散 國會，或總理，

或總統間接地解

散內閣

國會，或總理 國會，或總理

國會的解散和提早大

選

總統 由總理創議後，

總統

由總理創議後，

總統

內閣的法案 總統可以改變內

閣法案

總統可以改變內

閣法案

總統改變內閣法

案的機會幾乎全

部被剔除

立法、否決權 總統可以延緩到

下次大選的第一

次國會開會

總統可以延緩到

下屆國會

國會可以立即推

翻總統的否決

立法、法令 總統和內閣 總統和內閣 內閣

外交政策的領導 總統 總統 總統和內閣的合

作

外交政策的領導：歐

盟的決策

歐盟 內閣 內閣

三軍統率 總統 總統 總統

資深文官的任命 總統任命相當多

資深文官，其他

文官由內閣或部

會任命

總統任命的資深

文官人數減少

總統只任命有限

的最高級文官

資料來源：Act No. 94/1919: Act No.73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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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芬蘭政治體制的建立，從它的建國過程來看，是由自我文化和語言意

識萌芽，進而自俄羅斯獨立出來，所以它的國家目標秉持愛國、維持自由

與獨立。基於獨立前已有國會定期會議的傳統，芬蘭建立的統治體系，最

初憲法是由 4 個憲政法律和一些修訂案組成，該憲法結合權威與彈性。從

實務看來，這個統治體系主要是議會民主制，即使總統擁有一些顯著的權

力，它運作的成功有賴總統、內閣與單一院的國會良好互動。至於 2000

年生效的新憲法，它是由過去憲政法律彙編，並加以現代化，這個和平的

憲改完全是依經驗且逐漸地完成。吾人對於芬蘭這種憲政的變遷，提出下

列的論點：

一、芬蘭最初的憲法留下解釋的空間，特別對總統而言。由於權力的劃分

不明確，統治權力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改變，然而在行憲 60 年

期間沒有針對憲法作基本的增訂，所以總統有權從憲法所賦予的權限

中，選擇他想要的權力加以充分發揮，因此 1960 和 1970 年代總統是

共識的國家政策之最高管制者和保證者；

二、雖然最初憲法對於議會民主沒規定內閣建立的歸屬權，70 年來內閣的

更迭頻繁，但是芬蘭的政治尚能夠由總統和國會精英合作，在公共生

活中提供充分的持續性，以排除國家遭遇危機；

三、芬蘭新憲法顯示統治體系更近於西歐的議會民主國家，這部憲法的秩

序建立在政治的實際運作，因為芬蘭的政黨穩健、黨團強化、多數黨

政治優勢以及黨魁接掌總理等，相當程度符合議會民主的政黨政府、

內閣政府以及立法政府等特徵（Laver & Shepsle, 1994: 5-8），尤其是

總理的地位與權力提升，有其客觀的因素，譬如政治生活的國際化、

公共部門的成長，政黨意識型態的匯聚、政治上媒體的重要角色以及

政治的個人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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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world, there are four type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presidentialism, committee system, and semi-

presidentialism.  As a developed country, Finnish constitutional system

originated from its own tradition.  Normally it is regarded as semi-

presidentialism.  However, Finland joined the European Union lately, its

geographical strategy changed. It has also transformed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paper is to explore its constitutional reform.

Finnish land was first occupied by Sweden, then by Russia, but the

Finns maintained their own autonomous region.  Because of the

“Russification”, Finnish national state appeared. Its constitutional system

mixed Presidentialism and semi-presidentialism.  The president and

chancellor are both legitimate.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Finnish

parliament and cabinet had constantly been in the situation of the unsafe

relationship.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parliamentary

members tries to adjust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and change

presidential power.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was going peacefully and

Finland became a country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Keywords: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Finnish constitutional system, semi-

presidentialism, U. Kekkonen, Ombudsman


